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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最近标榜「不断革命论」，其最直接的原因，在于替他们的「不断革命论」，即：无休止地压榨人民的政策，

找寻经典著作中的借口。不过除此之外，有个更基本的意义，却不能从他们的荒谬标榜中看漏过去。那个意义是：

不管斯大林和毛泽东反对不断革命论达三十余年之久，而此次毛泽东们本身的胜利，正确些说，他们之所以能够抓

住逼上身来的胜利，能够巩固和发展这个胜利，在客观上看来，恰恰因为他们被动地、违反他们意志地、经验主义

地、在基本路线上走上了他们一向反对的托派的不断革命论的道路，这也就是说，他们不得不抛弃了一直信以为正

确的斯大林主义的阶段论。  

根据中共一向的主张，「在现阶段为实现中国的新民主主义制度而奋斗，它的最终目的乃是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制

度。」为了实现前者，需要建立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以及民族资产阶级的联合战线，组织「联合政府」；为了

实现后者，需要建立无产阶级的专政。这个意见是十足的斯大林主义，本质上符合于门雪维克主义。在「论联合政

府」那本小册子中，毛泽东更进一步，把此一规定在共产党党纲中的阶段论立场，作了充分的发挥。他说：  

「……而在中国，为民主主义而奋斗的时间还是长期的，没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的联合统一的国家，没有新民主主义

的国家经济的发展，没有广大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没有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即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

展，没有几万万人的个性解放与个性发展，一句话，没有一个新式资产阶级的彻底民主革命，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

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  

因此他反对一些人，实则是反对我们托洛茨基主义者说：「另有一些人，则甚至一口否认中国应该让资本主义有一

个广大的发展，而说什么一下发展到社会主义，什么要将三民主义与社会主义毕其功于一役。」  

由此可见，中共对中国革命前途的估计原来是这样的：它将在四阶级联盟的联合政府之下，长时期地为资本主义的

广大发展而奋斗。只当资本主义发展到太多而非「太少」之时，中共才准备改取最高纲领，为社会主义（政治上的

无产阶级专政与经济上的动摇私有财产）而奋斗。  

记得周恩来在某一次谈话或演讲中，曾将「大约二十年」这个明确数字来代替毛泽东文章里的「长时间」。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九年来的事变发展，究竟如何「证实」了中共的理论。  

首先，在1949年10月因军事胜利建立起来的北京政府，实质上并不是一向宣传的各党各派的联合政府，也不是代表

了所谓四阶级的联盟，它乃是共产党一手操纵的独裁政权。如果我们承认共产党在理论上与历史利益上仍可算是工

人政党，那末它已经是一个某种意义的「无产阶级专政」——但根据中共的理论，此种政权只当在未能前定的更高

的阶段上才能建立的。 

不错，这个「人民政府」和各党各派开了协商会议，起草了「共同纲领」，诚心诚意想实现新民主主义，想保护

「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及其私有财产。」而事实上，中共政府也确乎做到了「公

私兼顾，劳资两利」，这就是说，它确乎压制了阶级斗争，以此想谋得它历来所梦想的「资本主义的广大发

展」。  



但是结果怎样？毛泽东所预约的「长时期」与周恩来规定的「二十年」，却证明出只是短短的一个「蜜月」。若用

具体的数字来说，这个「蜜月」大约延长了两年：从1949年秋天开始，到1951年冬天为止。「五反」运动结束了中

共与「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恩爱时期。在此后的三年半内，中共应用了它手中庞大的国家机器，把大小资本家彻

底打垮了，榨干了私人资本家所有的资金，粉碎了他们再度进攻的力量。因此，在1956年的1月间，以短短十天，

完成了全国各大城市的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即全部工商业被置于公私合营的基础上。就这样，中共宣告了

「新民主主义」的完结。  

原本要「长时期广大发展」的资本主义，却在短期间未有发展之时就被摧残了，这到底证明了什么？有人说，这是

证明了共产党的口是心非，证明了它以诡计谋害了民族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我们承认，斯大林党与信义无缘。

他们永远是口是心非的欺骗家。但在这件事情上，却不能如此解释他们的「背信弃义」。这里，他们倒是愿意守

信，藉以证明他们的阶段论的。提早翻脸，乃实逼处此。「五毒」上身，想和资产阶级百年好合而不可得了。中共

的五反，很像是一个嫖客染上梅毒，殴打妓女以泄恨。口口声声骂妓女「以怨报德」，徒见其蛮横与无知。既欲玩

妓，就该知妓身有毒。既然要「确保资本主义的发展」，又怎能怪资产阶级传播毒素？（毒素多着呢，岂止五

哉！）所以「五毒」绝对不能说是资产阶级对中共的「忘恩负义」，它们只是证明出斯大林主义者忘记了马克思主

义的ABC，证明出他们有负于列宁关于「资产阶级革命」的起码教训。我们，托洛茨基主义者，知道资本主义的一

切毒害，尤其清楚它在殖民地以及革命时期所能发挥的无穷毒害，因此我们从来说，中国无产阶级一走上政权，必

须坚决地（当然不是无步骤地）动摇私有财产，发展社会主义革命。只有在社会主义革命中完成资产阶级未完成的

任务。斯大林毛泽东反对我们的「不断革命论」，他们坚持社会主义革命只能发生于「私人资本主义广大发展」之

后，所以即使在他们建立了一党专政之后，还要保护与发展资本主义，结果当然招致了资产阶级方面的「猖狂进

攻」。「五反」运动绝非毛泽东们预先设下的诡计，而只是在资本家进攻之前的应变（对外的「五反」乃是对内的

「三反」之继续。）如果不来这一下，姑且不谈别的，就光拿行贿一项来说吧，在短短期内已经使共党干部可怕地

腐化了。中共为了自保起见，不得不进行「五反」。「五反」一开始，则由于斗争逻辑使然，甚至只由于经济生活

与生产活动的持续使然，又不得不进行「全盘公营」，从而不得不放弃新民主主义，提早走上「社会主义」。  

这过程证明了毛泽东们在事变的打击之下，仓皇间抛弃了阶段论，不自觉地采取了「毕其功于一役」的不断革命

论，难道还不明显吗？  

孙悟空尽管可以嘲笑如来佛，但斯大林毛泽东们的猴子筋斗毕竟翻不出托洛茨基的手掌心。  

中共在农村中「广大发展资本主义」的经验更有趣。依照「共同纲领」第97条：「……凡已实行土地改革的地区，

必需保护农民已得土地的所有权。凡尚未实行土地改革的地区，必须发动农民群众，建立农民团体，经过清除土匪

恶霸，减租减息和分配土地等项步骤，实现耕者有其田。」这是典型的资产阶级性的土地政纲，目的在清除「封建

残余」，让农村资本主义有顺畅发展的可能。这规定当然符合于新民主主义的计划。  

但是事情发展怎样呢？请看被选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的一篇报告：  

「西宿乡在1951年春季完成土地改革以后，广大的农民，特别是贫农、雇农，分到了土地，生产积极性提高了。当

时，支部就领导农民，组织了劳动互助组。1952年和1953年，连续获得了丰收，农业生产量达到战前的水平，生活

有了改善。但是，所有这些都不能制止农村中的阶级分化，富农和投机商入「生财之道」，就像瘟疫一样的发展起

来。富农戴惠伯，用五斗取米买回了土地改革时被征收了的三亩地，并且疯狂地说：『谁用钱就来我这里借』。富

裕中农郭惠如，在土地改革以后，不到一年时间，就买到了九亩田。到1953年，全村出现了十一户新富农。全乡九

个党员中，有五个做生意的，四个买地的。另一方面，有许多农民的经济情形变坏了。根据1953年的统计，全乡卖

出土地的有三十九户，借高利贷的有五十七户。有两户贫农下降为雇农。当时贫困的农民都很着急，有人说：『这

样下去，不是又要走老路了吗？』」（见中共昆山县委生产合作部的报告。）  



这是多么美妙的一幅「新民主主义」农村的图画！你看吧，还只短短的发展了两年，投机商和富农的「生财之道」

便像瘟疫一样泛滥起来。而最有趣的是，全部九个共产党员，五个做了投机商，四个变成了富农。这真是「新式

的」资本主义——由「共产党员」带头的。但只要是资本主义任其发展，新式的也终于会变成旧式的。经济必然要

走老路子；而且它还要反映到政治上！中共政权如果不跟着投机商与富农的党员走，就得根本下台，让位给表里如

一的资产阶级政党来统治。这个客观形势，逼出了1953年秋季中共中央的所谓「总路线」。号召「半社会主义的」

合作化运动。这个事实又告诉了我们什么？它告诉我们：中共的新民主主义政纲，在农村关系中，也完全经不起实

际阶级斗争的考验，因此被逼在事变的打击之下放弃了。  

1953年以后的中国农村发展情形，以另一方式暴露了中共政策的罪恶性。依照1955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

会主义高潮」选本的序言中说：「……只需要1956年一个年头，就可以基本完成农业方面的半社会主义的合作化。

再有三年到四年，即到1959年，或者1960年，就可以基本上完成合作社由半社会主义到全社会主义的转变。」结果

如何？「半社会主义的合作化」果然如期实现了，可是到了1958年的秋天，即比毛泽东预期的三四年提早了一两

年，中国的农业合作社非但完成了由半到全的」「社会主义」转变，而且于一转眼间竟实现了「人民公社」，据说

已进入「共产主义」的门坎了。苏联立国四十年，在较高的经济水平上与较少的农业人口中，应用了史无前例的暴

力，才完成了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可是中国的斯大林主义者却只消九个年头，就把中国的乡村和平地带进了

「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难道中国真有神秘莫测的国情吗？或者毛泽东真有什么缩短历史的法术

吗？当然，这两者都不会有的。有的只是中共宣传家们违反马克思主义起码知识的谎骗，有的只是共党官僚不顾一

切，残民以逞的「大冒进」。这是中共历史上屡见的两种跳跃，从极右的机会主义政策跳到极「左」的盲动冒险主

义。不，即使在这样的跳跃中，我们仍旧可以看到些更基本的东西，那就是：新民主主义的阶段论在真实的历史进

程中彻底破了产，迫使毛泽东们于惊惶失措中进行「不断革命」。这个情形，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

潮」序文中，曾以非法压抑的口气提到了，他说：  

「这件事告诉我们，中国的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应当争取提早一些时候去完成，才能适应

农业发展的需要。这件事告诉我们，中国的工业化的规模和速度，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项事业的发展的规模

和速度，已经不能完全按照原来所想的那个样子去做了，这些都应当适当地扩大和加快。」  

其实应该这样说才对；九年来发展的大事，几乎都没有按照毛泽东们原来所想的那个样子实现的。  

不是吗？你看，毛泽东们原来想成立四阶级联盟的「联合政府」，藉此实行新民主主义，长期间与大规模地发展资

本主义。等到这个「民族革命与民主革命得到彻底胜利后」，他们才「根据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与中国人民的

意愿，经过必要步骤，为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制度而奋斗。」（见中共党章提纲）而事实上：建立起

来的政权，却是共产党的独裁，它想广大发展的「新式资本主义」却原是「五毒」具备的古老资本主义，因之共产

党政权即使为了它本身的存在计，也不得不将自己的理论放进废物箱，不得不从政敌手里偷取「不断革命」的武

器，不得不在城市和乡村中打击私有财产。在不少方面，他们甚至比当年俄国革命后更快与更早地走上了「合作

化」与「社会主义化」的道路。  

你看，毛泽东们就是这样一种不自觉的、不光明的、半吊子的「不断革命论」者。  

我们说，毛泽东们为客观形势所迫，不自觉和不自愿地走上了不断革命的路子，并不就是说他们走对了。相反，正

因为他们走上这条革命的战略道路时的特殊情形，虽能因此解决了一些革命问题，同时却造成了与带来了许多的、

或许是更多的，有害于革命的罪恶。譬如说： 

「政权问题」，如果他们是自觉的不断革命论者，原本可以堂而皇之宣布为无产阶级专政的，而他们却偏偏戴上

「人民民主」的假面具，装饰着「各党各派」的花瓶，以此使无产阶级迷惘，使有产阶级因「上当」而生怨怼，而

最坏的，使广大的真正人民觉得共产党与过去所有的政党一样，是将政治建筑在欺骗之上的，口说的是一套，做的



是另一套。  

「工商业改造问题」，如果中共真的是自觉的不断革命论者，那他们就该知道，解决民族民主任务是一回事，发展

资本主义是另一回事；他们就该知道中国生产力的提高不能用发展资本主义方法来实现，而只能经过反对资本主义

的方法来实现；因此，他们就该像十月革命时候的布尔雪维克一样，在胜利的翌日即行发布「剥夺剥削者的命

令」，以坚定的步子和现实的步骤来赎买或没收大工商业者的资产。这样办，在国家方面不会蒙受「五毒」之害，

在被剥夺的大工商业者方面也不需经受「凌迟处死」与「三收三放」之苦。中共不能以堂堂正正的社会革命名义强

迫资产阶级作出历史性的牺牲，而却在保护私有财产的法令基础上，深文周纳地、鸡零狗碎地，课逐个工商业者以

小偷毛贼之罪，逼其「自愿地」走上倾家荡产、名裂身亡的绝境。这样，中共便在最广大的城市民众中，彻底败坏

了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信誉。  

中共、以至苏联集团，曾经把中国的「工商业改造」说成为创造性的经验，那是彻底的虚伪的。（当然，如何把数

量庞大规模极小的工商业导上了合作道路，其经验值得人们好好学习。不过这是另一回事。）以刑事司法的小手术

来代替社会主义的大革命，不但使人迷失方向，而且会在各方面撒布腐蚀性的影响。共产主义者的阶级斗争主要反

对的是过了时的阶级和制度；个别的人身攻击，决不是它的主要内容。中共一方面宣布资本主义尚有广大的发展前

途，他们要保护这个剥削制度。另方面，却造成种种「法律」陷阱，使资本家们像逐个「入瓮」，以至「自请改

造」。中共以为此种手法乃适合新中国国情的巧计，殊不知严重地损害了社会主义事业。因为此种显然与中共政纲

不符的政策，非但不能让劳苦大众认识到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的公正，反倒让他们看出共产党的口是心非、阴险毒

辣，因而很多人暗中同情「被欺骗和被凌辱的」资本家们。（无数小老板的被欺骗和被凌辱是真正值得同情

的。）  

在农村问题上，中共于被迫放弃资本主义道路，执行「不断革命」之时，给马克思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描绘了最

残忍与最荒唐的讽刺画。根据最起码的马列主义，一个真想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共产党政权，不可能建筑在与全体

农民的联盟上，当反对地主的民主革命阶段一经走完，农村阶级斗争会立即尖锐地爆发。此时当权的工人阶级政

党，就应该立即紧密地依靠贫雇农，中立中农，反对富农。在俄国革命中，这过程大约延长了七个月。据列宁说

法，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民主阶段结束于1918年6月11日发布的成立贫农委员会的法令。但为使这个阶级斗争纳入

「社会主义的」轨辙，即使在斯大林那种专横与主观统治之下，也是开始于十年之后，即1928年。而集体化的最后

完成，还要迟至1933年。我们知道，斯大林的那次集体化，是人类历史上一次最大规模的屠杀，据估计，大约有四

百万至一千万的人因此死亡（由于直接迫害与饥馑结果）。托洛茨基曾经给了及时的警告，事后更不断指出这种集

体化的罪恶，譬如在第四国际纲领中，他就说：  

「制定土地国有化和农业集体化的纲领时，应把没收小农财产以及强迫他们集体化的可能性根本除掉。农民将仍旧

是他的一块土地的所有主，只要他还相信这是一件可能和必要的事。为了在农民眼中恢复社会主义的纲领，便必需

毫不留情地暴露斯大林派的集体化办法，这些办法的施行，并不是为着农民和工人的利益，而是为着官僚的利

益。」  

为什么托洛茨基要反对斯大林们在农村实行的「不断革命」呢？因为根据马克思派的传统见解，要小农们放弃私有

制，接受社会主义制，必须：第一、能在较高的技术水准上（大规模的机器耕种）进行集体经营；第二、必须用事

实教育而非官僚刺刀，让农民知道共营比单干有利。如果没有这两个条件而强迫集体化，结果只能是可怕的奴役、

悲惨的死亡、农业生产的普遍低落，以及工农联盟在精神上乃至事实上的破裂（注）。  

现在让我们回过来看看中共在这方面的情形。首先，毛泽东们与当年的列宁不同，认为农村中将长期地实行「耕者

有其田」。（列宁一开始就反对这种办法，他之借用社会革命党的平分土地办法，乃是一种有意的与公开的让步，

故时机一旦成熟，立即宣布了土地国有。）等到富农阶级公然打进共产党以后，他们才如梦初醒地要走「社会主



义」道路了。而一经走上这条道路，则非但没有认真地注意到上面指出的那两个条件，而且还没有最「冒进」的斯

大林的耐性，把反富农斗争延长十年，集体化过程延长五年，他们倒是真正地「毕其功于一役」，在短短的二三年

内，竟把比俄国农民更落后五亿几千万的中国农民，带过了「社会主义」阶段，甚至踏进「共产主义」的大门了。

天下如果真有奇迹的话，这该是道地道地的奇迹了。  

不错，我们从来认为，旧中国的农村关系与俄国革命前的农村关系有很大不同，地主势力比较单薄，资本主义关系

则远较发展，因之，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农业生产的合作化或集体化，亦必较实行于苏联者为早为速。这就

是说，在中国农村中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理论，比俄国当年更不实际，也更加反动。1956年以还中国农村

面貌之迅速改变，一方面在证明着那个理论之不实际与反动，他方面也表示了不断革命的客观需要。但毛泽东们一

经在右边碰了壁，急速地转向到左边的时候，农村社会化的发展竟可以加速到此种地步，那总是荒唐的。在这里，

我们将不谈论中共突然提倡「人民公社」运动的真正动机，这个运动有多少符合于客观需要，它对农民大众的利害

如何，以及它的前途和中共统治之间的辩证式的相互影响如何。（这些将另文详述）  

这里我们只想指出的是：依据共产主义的常识与苏联经济建设的经验，要想在低下的甚至原始的生产基础上，用人

为的「不断革命」方法，硬生生造成农业的「共产主义」，即使是「萌芽」也罢，却总不能不意味着大量的强制、

普遍的奴役，以及生产之无法真正提高（甚至会猛烈下跌）。  

然则我们怎能拥护他们这样的「不断革命」？  

中共对「不断革命」的歪曲了解和荒谬应用，在取消智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取消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差别上面，

发挥到了极致。在真正用得着渐进，真正需要有长期历史过程之处，他们却要「一步登天」。不错，智体城乡之间

的差别是数千年来阶级社会的结果，也是社会产生阶级剥削的原因之一，为要实现社会主义，必需取消这两种差

别。但它们跟打倒地主和资本家的任务完全不同，绝对不能藉共产党的一纸决议，几场斗争可以完成。若以为靠几

个干部「升帐挂帅」，放一些明星教授下乡种田，拔几名劳动模范进大学读书，乡村里建立几座小工厂，城市工人

种几亩蔬菜地，如此就已取消了这两种差别，未免滑天下之大稽。当然，我们完全拥护种种合理与可行的走向此种

取消的办法。我们尤其主张认真地而非宣传地、自觉自愿地而非意存惩罚地、经常将国家干部与在业工农交换工

作，藉以造成真正的而非「理论上」的工人国家。但同时我们必须指出：智体与成乡差别的实际取消，只能真正实

现了社会主义才可思议。而真正的社会主义（并非斯大林毛泽东们口中与纸上的社会主义）的实现，则只当全人类

的生产在世界范围内组织起来，而平均的生产力已高出于目前美国所已达到的水平（或甚至数倍）才可思议。  

在贫穷落后的一个国家之内而想实现社会主义，甚至实现共产主义，那是反动的幻想。其所以是幻想，因为它不可

能实现；其所以是反动，因为它硬要实现。硬要实现，就只靠一个全能的野蛮的官僚独裁，通过庞大的官僚等级，

以经常的赤裸的暴力，强迫全体人民进行日夜不休的劳动，并劫夺其全部劳动成果，以此维持一个饥饿冻馁的「共

产主义」。  

由此可见，中共今天提出的所谓「不断革命」，实则是实行反动的「一国社会主义论」的步骤，亦即是「一国社会

主义」的表现和结果。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共之实行「不断革命论」，正因为它违反了马克思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

论。  

为什么？请让我们就在这里谈一谈不断革命论的两个主要方面，根据托洛茨基发展了的马克思的此一理论，无产阶

级革命的不断性主要表现于两个方面：  

一、纵的方面：「无产阶级以民主革命领导者资格取得政权，必须地而且很快地就要遇着一些与深深侵犯资产阶级

财资产权有关系的任务。民主革命直接生长为社会主义革命，因之成为不断的革命。」（见托洛茨基着「不断革命

论提纲」第8条。）  



然则我们怎能拥护他们这样的「不断革命」？  

这方面，在上面说过，中共已被客观事变所逼，不自觉地实行了，并加以曲解，荒唐而愚蠢地继续实行着。  

二、横的方面：「在一国境界之内完成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可设想的。资产阶级社会发生危机，其基本的原因之一，

就是这个社会造成的生产力同民族国家境界发生冲突。由此，一方面产生了帝国主义战争，他方面产生了资产阶级

的欧洲合众国空想。社会主义革命开始于民族范围内，继续发展于国际间，最后进行于世界舞台上。这样，社会主

义革命在更新的更广大的意义之下成为不断革命了，只有当地球上新社会最后胜利时，这个革命才达到完成。」

（见同上引提纲第10条。）  

「某一落后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它的无产阶级……如因民主革命结果夺得了政权，则在此国内的专政和社会

主义的以后命运，就不仅依赖于本国生产力，而且依赖于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展；依赖于后者比依赖于前者还更

多些。」（见同上引提纲第11条。）  

不断革命论的这个方面，对于社会主义建设具有决定意义的方面，却不为中共所领会，他们根本就不愿领会。因为

在此问题上，他们至今仍是彻底的斯大林主义者，他们最坚定地拥护「一国社会主义」，要建设「民族共产主

义」。  

当然，客观的事变也同样压迫着中共官僚们，即，事实会接二连三地给他们提出不能在一国之内克服的政治和经济

问题；不过他们并不从不断革命论的「更新的更广的意义」上去求解决；他们反而从更「深」的更老的方面去想办

法，那就是专在「本国生产力」头上打主意，亦即出尽一切精神和物质的压榨手段，驱使本国的生产大众，要他们

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不食不衣，不眠不息地，发展和提高生产力，以此实现「国家社会主义」。我们自然赞

成用种种方法发展和提高生产力，但不赞成用任何方法，不赞成运用根本上违反社会主义精神的；比资本家手段更

为毒辣的、蔑视人道与人类起码要求的方法来达到这个目的。因为这样做，一来是事实上达不到这个目的；二来

是：它在「人心上」掘毁了社会主义的事业，客观上只是替杜勒斯和蒋介石的「解放大陆」准备一片沃壤。  

但毛泽东们却把这种方法称为「不断革命」。他们此种向「深」处发展的、顶顶古老的「不断革命论」，首先是他

们不接受马克思主义不断革命论中向「横面」发展的国际革命的结果。  

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任务，与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任务一样，必须置于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战略平面上，才能有健

全的与完满的解决。对中国言，它首先和日本与美国的无产阶级革命问题分不开，这当然不是说，中国应该停止向

社会主义建设路上前进，等待美国和日本的无产阶级革命成功后给我们援助。这是蠢材的想法，是斯大林从来对于

托洛茨基立场的曲解。问题乃关于两种基本的方向：一种是国际主义，一种是民族主义。根据前者，中国革命既然

是世界革命的一部份，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亦必须置于世界社会主义建设的远景上，作为争取全世界社会主义胜利

的一个力量，与一个单位来谋解决。因此，它一方面固然要和同性质的兄弟国家紧密结合（其紧密程度甚至要无视

现存国界的），另一方面必须竭力帮助和促成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无产阶级革命。落后国家的革命成功，断绝了帝国

主义国家榨取高利贷的一大来源，这个打击本身就已给了各该国工人阶级革命以一个「物质的」帮助。这是客观的

帮助，在主观的努力上，胜利了的落后的工人国家，能够以最有说服力量的事实例子，给先进国家无产阶级以政治

的与思想的影响，这是精神的帮助。一个真正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政府，在它胜利后的一切内外举措上，如果处处

表示出事实上而非宣传上的更高于资产阶级制度所能给予的民主与福利，处处表示出与从来资产阶级政治的伪善与

自私大不相同，它用种种事实表示出来国际主义的、革命的、以全人类解放为目的的真诚意图，如果它坦白而如实

地指出革命在一国胜利后，社会主义建设所能到达的限度，同时指出要超过这个限度必须依赖各先进国工人阶级革

命的成功，有赖于他们的及时援助——如此，则配合着因市场失去而必然来到的帝国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那些国

家的工人阶级将迅速地从传统的改良主义成见中解放出来，将如电与热一样感染着革命国家的影响，因而走上革命

的道路。只当欧美先进国社会主义革命奏凯之后，在全世界经济的通盘筹划中，根据社会主义的崇高原则，互通有



无，彼此支持，才能谈得上社会主义的实现，才能谈得上苏联及中国的社会主义彻底成功。也只有这样的社会主

义，才能保证享受有真正的民主、自由与富饶，跻于大同之境，因而永免于战争之祸。  

昨天的斯大林与今日的毛泽东走的都不是这条道路。他们是「一国社会主义者」，其目标为「富而且强的社会主义

祖国」。偶然他们也谈谈国际主义，但这「高调」仅仅是一种外交辞令，只弹唱于克里姆林宫与怀仁堂中大宴贵宾

的场合。即使在那些场合。歌唱主调也还是「互不干涉内政」、「东风压倒西风」，或「中国人战胜美国人」等

等。他们早已忘记了「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完全不敢与不想促成世界革命。至于世界革命之并非辽远与空

洞的原则，而是落后国家先行胜利的无产阶级在其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一个最重要的条件，则他们不是斥之为迂

腐，便是诬之为反动——据说这便是否定了本国工农的伟大潜力。因此，他们把彻底完成社会主义建设的计划全部

根据于本国固有的资源与人力，而且要在极其短促的期间完成之。于是，唯一可取的方法就是无穷无尽的压榨，由

此产生了从事压榨的可怕可厌的国家机关，因此形成了跋扈而庞大的官僚等级，实施了野蛮绝顶的管制办法；刺探

与监视无孔不入，迫害与欺诈无微不至；他们藉此将人民的生活水平降至最低限度，将劳动强度驱迫至最大限，将

民主与自由的权利和享受则减少至最少限度。结果，生产力当然提高了（虽然这样的提高决不能稳定），但是付出

怎样的代价呢？生命的丧失无法计算，工农对真正社会主义事业之失望与反感更无法估量，而更坏的，以苏联、中

国那种「社会主义」的活的榜样，再加上东德、波兰以及匈牙利工农反对「社会主义」的活的事例，使现在尚处于

资本统治之下的英美等国工人（他们本应该作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主人的），深深害怕了，厌恶了，反对了一般的

社会主义（不论那一种牌子，真正的或假冒的）；使他们正在脱离改良派影响的时候又回到了改良主义，甚至回得

更远，索性坦白地拥护资本主义。  

请看，斯大林毛泽东排斥了世界范围内发展的不断革命论，其贻害竟然如此！不但此也，有一点还得指出来，即：

我们退一万步，姑且承认共产党在逐个单一国家内建设社会主义终于可以成功，在苏联竟业已成功，将来在英美诸

国也会成功。但若民族国家的境界始终被尊为神圣，各国的官僚等级因欲维护其「独自为王」的统治权利，而继续

保持国家境界，那末，当生产力在更高的阶段上为要突破这个早已束缚了资本主义生产力的桎梏之时，岂不仍旧要

发生国与国间的战争，发生比今天的帝国主义战争更为惨烈与可怕的「社会主义」战争吗？  

打破私产制与打破国家限制乃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两大目标，它的任务是在全世界的整体上建立公产制的最高度的经

济和文化体系。但今天斯大林主义者们的所作所为，最多只能说向前一目标进了一步，于后一目标则非但不会企图

接近，反而越离越远。因为事实上，每一个共产党获得了政权的国家，不管它像阿尔巴尼亚那样的蕞尔小国，也都

要建设一个自给自足的、自成一个经济单位的、因而是排他的「社会主义」国家哩！  

总之，怀抱着「一国社会主义」，便不可能真正接受不断革命论。今天毛泽东刘少奇们把这二者拉在一起，其实只

是「不断要命论」罢了。  

1958年11月 

  

（注）毛泽东自己就指出过这一点，在「论人民民主革命」中他说：「农民的经济是分散的，根据苏联经验，需要

很长的时间和细心的工作才能做到农业的社会化……。而欲农业社会化，必须发展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强大工

业。」 


